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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防止返贫致贫是脱贫地区

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三区三州”脱贫地区长期受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制度结构、民族

文化等复杂因素多重叠加的影响，其乡村生计系统还十分脆弱，返贫致贫风险较高。通过“脆弱

性—抗逆力”作用机理分析，从前瞻性、预见性的动态视角探析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区三

州”脱贫地区乡村生计系统的脆弱性表现及面临的潜在风险，分别从持续推动绿色减贫、拓展农

户生计多样化、提高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加大基本公共产品均衡供给、提升乡村韧性治理、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八个方面，提出降低“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乡

村生计系统脆弱性、提升抗逆力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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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通
过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消除，近１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其
中就包括国家脱贫攻坚时期确定的“三区三州”（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四川凉山州、
甘肃临夏州、云南怒江州）在内的３３４个深度贫困县和３万个深度贫困村以及所有深度贫困人
口，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这些脱贫成果还不稳定，需要巩固，还存在返贫致贫的风险。
因此，２０２０年后我国“三区三州”脱贫地区如何有效巩固拓展“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建
立可持续的防止致贫返贫治理长效机制，是当前和今后需要尽快解决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国已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发展的新阶段，与绝对贫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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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相对贫困具有人口规模基数大、贫困维度广、致贫风险高的特征，脱贫人口要实现持续稳
定增收，内生发展能力不断提升，还存在诸多困难。尤其是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其多分布
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收入低且来源单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社会文明程度不高，区域内人群文化认知与现代文明存在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具
有相对贫困更加复杂多维、脱贫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更弱、返贫致贫风险高等特征。因此，要筑
牢防止返贫致贫防线，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在深入把握农村生计系统中风险和脆弱性的基
础上，巩固拓展好这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已针对深度贫困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

仅仅是物质资源的稀缺，贫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力的剥夺、权利和自由的丧失，表现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权利的剥夺，这种贫困多维性在深度贫困地区表现尤为突
出［１］；郑长德认为，我国在脱贫攻坚阶段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实际上是一个多维目标，

２０２０年后深度贫困地区的相对贫困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还表现为多维差异，既是经济差
距，还是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等上的差异［２］；左停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特征表现为持续
久、贫困程度深，深度贫困具有“顽固性”，即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代际性的特点，难以在短时期内
摆脱贫困，或脱贫后容易再次返贫［３－４］。尽管我国“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实现了现有标准下的全
面脱贫，但可以说现有脱贫成果不稳固，一些根本性、长期性、结构性的贫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主要表现为地理、历史和文化制约的贫困人口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脆弱程度高、
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这些地区的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依然面临着可能出现再次返贫和致贫
的潜在风险。
最早提出贫困脆弱性概念的是世界银行组织，其将脆弱性界定为“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

的可能性”［５］。在有关贫困脆弱性研究方面，国外一些学者做了详细定义且研究相对成熟，Ａｌ－
ｗａｎｇ强调脆弱性的前瞻性，认为贫困和非贫困家庭都可能由于缺少足够的资产或能力而不足
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即贫困家庭对未来某个时刻的福利损失是脆弱的［６］；Ｊａｍａｌ
提出了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７］；Ｃｈａｍｂｅｒｓ指出脆弱性是家庭在面对风险和压力时所表现出
来的抵御能力不足、易受影响的程度［８］。国内学者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黄承伟从不同学科的
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定义及其测量方法［９］；檀学文指出，在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后，将缓解贫困
脆弱性纳入减贫工作内容，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稳定性，降低返贫发生可能性［１０］；韩峥
探讨贫困与脆弱性的关系，提出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特征，也是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脆弱
性的角度能够动态考察贫困问题，做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１１］。鉴于此，笔者认为贫困脆弱性
不仅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也是动态的概念，从脆弱性的视角探讨新发展阶段“三区三州”脱贫
地区农村生计系统中不同脆弱性表现形式，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简言之，２０２０年后“三区三州”脱贫地区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缓解

相对贫困过程中，还面临着超经济维度的多维贫困、贫困脆弱性、返贫风险高等问题，这些问题
都将加剧这些地区乡村生计系统的不稳定性。为此，在当前全国上下正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聚焦“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乡村生
计系统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和脆弱性，对有效巩固这些地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再次返贫致贫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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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乡村生计系统脆弱性作用机理分析

ＤＦＩＤ（英国国家发展署）可持续分析框架指出，贫困地区脆弱性和抗逆力共同作用于农户
生计，最终形成“贫困”或“非贫困”（相对富裕）的生计结果。同时，脆弱性与抗逆力是一对密切
相关的概念，抗逆力是指抗逆主体的响应、回击和促进自身功能恢复的能力。采取“脆弱性—
抗逆力”分析贫困问题，强调采取事前干预和动态干预政策解决贫困问题［１２］。贫困脆弱性通
常是与抗逆力相对应的，脆弱性强，抗逆力就弱；抗逆力弱，则相应的综合保障条件（包括国家
或乡村社区的制度政策保障、公共社会保障、保护水平等）不足，农户抗风险能力就弱。抗逆力
不仅仅指遭受打击后的恢复能力，还包括预防打击、保护免受打击、缓解压力和遭遇打击后的
救助全过程［１３］。

图１　乡村生计系统“脆弱性—抗逆力”作用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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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生计系统脆弱性作用机理分析框架中：（１）农户生计方式包括农户五项生计资本，

以及农户结合家庭生计资本状况所采取的生计资本转化策略，即可行能力；（２）脆弱性主要表
现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出现的各类潜在风险，脆弱性是这
些地区农牧民生计的基本情景；（３）抗逆力主要指伴随脆弱性背景而产生的抵抗风险的各类
能力，包括个体及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和国家抗逆力；（４）脆弱性和抗逆力共同作用影响
农户生计，形塑农户生计方式，制约农户生计资本转化输出，同时抗逆力也会作用于脆弱性，间
接作用于农户生计；（５）在脆弱性与抗逆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户生计输出有两种结果，或贫困
或相对贫困，最终关键在于脆弱性与抗逆力抵消的结果，或者是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高低。

世界银行认为“８０％以上的穷人并不总是穷，而是有时穷，有时不穷”，说明脆弱性是动态
的，是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和损害的能力不足，其原因是他们面临各种自然灾害袭击、重大突发
疾病等风险冲击时难以抵挡，从而再次陷入贫困或返回贫困。“三区三州”脱贫地区由于以往
的长期贫困，导致没有多少资产积累，对风险的反应降低了消费水平，这种长期贫困脆弱者很
难摆脱贫困脆弱，甚至贫困脆弱在代际传递。进入相对贫困阶段，这些地区脱贫农户的生计能
力依然是脆弱的，而且这种内在脆弱性很容易被外在风险激发而再度返贫，这就需要加快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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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家、社区共同的外部综合保障能力，提升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

　　三、乡村生计系统中的风险及脆弱性表现

脆弱性的表现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是多样性的，可理解为农户生计系统中潜在的各种
风险，也可以理解为呈现出的长期贫困表征。脆弱性交织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自然—经
济—社会复合系统中，贯穿于贫困乡村系统结构内。

（一）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存在持续陷入“空间贫困”①的风险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三区三州”区域内地震、沙尘暴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给

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威胁，因此，气候变化责任最少的贫困人口承担着气候变化带
来的最大威胁［１４］。例如，四川凉山州地处横断山脉核心区，区域内山高坡陡谷深，地震频发，
长期以来，土地生产率极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现象普遍，居民生活长期处于低层次温饱的自
我均衡状态；新疆南部的四地州，怀抱着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干旱
或极端干旱，流动沙丘占８５％，绿洲常面临着风沙危害和沙漠化扩展蔓延的威胁；在西藏和四
川藏区，平均海拔在３　５００～４　０００米以上，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区域内仅以青稞等耐寒作物为
主，可利用的垦殖土地面积低。这些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一方面直接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损害；另一方面间接影响区域内公共基础服务水平，造成农户生
计资本转换交易成本高，容易陷入空间贫困。

（二）农户生计资本积累不足，存在再次返贫致贫的风险
农户生计资本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更是生计资本中的重中之重。

在“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很多贫困农户是因为缺土地、缺劳动力和缺乏技术而致贫。２０１８年
笔者对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区Ａ县１８　０２０户、８０　５００人未脱贫人口进行分析发现，在Ａ县贫
困人口中，占据前三位致贫原因分别是缺乏土地致贫人口占４４．６０％，缺乏技术的占２０．４３％，
缺乏资金的占１５．０４％。可见，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由于缺少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以及金
融资本，成为致贫的重要原因，而自然资本、劳动力资本这些致贫因素在短期内很难有效改善
（具体见表１所示）。

表１　南疆四地州和田地区Ａ县贫困人口致贫因素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　ｏｆ　Ｈｅｔｉ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致贫因素 户数／户 人口数／人 占Ａ县贫困人口比重／％ 排序

自身发展力不足 １６３　 ５８３　 ０．７２　 ６
缺技术 ３　５１３　 １６　４４９　 ２０．４３　 ２
缺劳动力 １　１６２　 ４　５８９　 ５．７０　 ５
缺水 ２９　 １４４　 ０．１８　 ７
缺土地 ７　０００　 ３５　９０４　 ４４．６０　 １
缺资金 ２　６５８　 １２　１０８　 １５．０４　 ３
其他 ３　４９５　 １０　７２３　 １３．３２　 ４
合计 １８　０２０　 ８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扶贫部门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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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空间贫困是研究贫困的空间分布、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项专门理论。世界银行的雅兰和瑞福林研究发现，地
理资本（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ａｐｉｔａｌ）对农村家庭消费增长有显著影响，是地理因素导致了“空间贫困陷阱”（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ｒａｐｓ，缩写ＳＰＴ）。



（三）区域经济发展滞后，脱贫农户持续增收难度大

２０１８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城镇居民的３７．２％，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
平是城镇居民的４６．４％，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９．３％，比城镇居民家庭３６．２％的家庭
恩格尔系数高３．１个百分点，城乡发展差距明显［１５］。而这一矛盾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尤为
突出，区域经济对农户减贫的“涓滴效益”十分有限。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
地州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尽管有了较快增长，但年度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西藏和南
疆四地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明显，分别从１５％和１４．５％下降到１０．８％和９．３％，
均下降了近５个百分点（具体见表２所示）。
此外，２０１８年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绝对贫困人口１４．３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３２．５２％，贫困发生率位居全国之首，全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２９　３７５元，占全省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的７９．１０％，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４８．６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　４４９元，占全
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５９．８９％，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４９．３５％①。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滞
后，区域经济对农户增收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

表２　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名义增长率／％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全部片区 ５　９５６　 ６　７２４　 ７　５２５　 ８　３４８　 ９　２６４　 １０　２６０　 １５．４　 １２．９　 １１．９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０．７
西藏区 ６　５５３　 ７　３５９　 ８　２４４　 ９　０９４　 １０　３３０　 １１　４５０　 １５　 １２．３　 １２　 １０．３　 １３．６　 １０．８
四省藏区 ４　９６２　 ５　７２６　 ６　４５７　 ７　２８８　 ８　０１８　 ９　１６０　 １２．９　 １５．４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０　 １４．３
南疆四地州 ５　６９２　 ６　４０３　 ７　０５３　 ７　８６８　 ９　８４５　 １０　７６２　 １４．５　 １２．５　 １０．２　 １１．６　 ９．７　 ９．３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和乡村社区抗风险能力依然脆弱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三区三州”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其中住房条件、
主干道路硬化、卫生室、照明、电话、有线电视等基本公共设施条件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公交车
乘坐、入托及小学入校、村级垃圾集中处理、管道供水及净化处理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具体见表

３所示）。据调查，许多原深度贫困乡村地处山地丘陵、高原或沙漠，其地理位置不利于道路、
渠系、房屋等基础设施施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有效供给，束缚了资源
要素在区域内外的有效流动。一些远离城镇的原贫困村庄，由于贫困人口求学、看病、就医需
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非均衡化深层次制约着区域扶贫成效的稳固性和持
续性［１６］。同时，一些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有些甚至完全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
这就需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的自
我投入，贫困村社区抗风险能力依然薄弱。

（五）贫困农户内生脱贫动力不足，易陷入因贫困文化诱致的“贫困陷阱”
脱贫地区要实现稳定脱贫，不仅需要外部资源的大量投入，更需要贫困户具有内生脱贫动

力。“贫困文化”具有贫困的文化属性、遗传特性。我国“三区三州”脱贫地区贫困历史悠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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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族、宗教等文化因素影响复杂［１７］，一些地方对政府的赠予式援助扶贫政策形成了“等靠要”的
依赖观念，这种群体文化惯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部分农户的进取努力，导致这些地区陷入文
化贫困陷阱。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小云助贫团队自２０１５年起在西南Ｙ省的深度贫困 Ｈ村开
展精准脱贫工作，经观察发现，这个村存在长期致贫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文化贫困陷阱”，这个
村庄把其成员的异质性进取看作非正向行为，“不务正业和在外面乱来”会表达为“人家有本
事”。Ｈ村的案例说明了社会文化的制约可能恰恰是最基本的内在致贫影响因素［１８］。

表３　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ｐｏｏｒ　ａｒｅａｓ

分类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

居住竹草土坯房的比重 ７．５　 ２．０
使用照明电的农户比重 ９９．３　 ９９．９
所在自然村通电话的农户比重 ９８．１　 ９９．９
所在自然村能接受有线电视信号的农户比重 ７６．８　 ９７．９

农户脆弱性层面 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 ８０．０　 ９３．６
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 ９２．０　 ９５．５
所在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 － ９３．８
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 ５３．６　 ８０．４
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农户比重 ２９．３　 ５３．５
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 ５９．６　 ４０．７

所在自然村进村主干道硬化的农户比重 ８８．４　 ９８．０
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 ８３．６　 ９２．７

社区脆弱性层面 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 ７９．５　 ９０．１
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 ７０．８　 ８６．９
所在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重 ５３．５　 ７０．９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 ３０．３　 ７６．９

　　资料来源：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９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六）乡村公共卫生防疫与农业防灾体系建设滞后，存在防病抗灾能力不足的风险

２０２１年初河北省新冠疫情加剧，感染者主要在农村，这反映出乡村疫情防控能力薄弱、疾
病防控意识被动、乡村医疗防护资源不足等瓶颈。２０２０年初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各地基层社
区是疫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但由于农村基层社区在防控设备、危机管理能力、防控意识和能
力等方面都很薄弱，所以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滞后，甚至极其脆弱。在农
业防灾减灾领域，先后爆发了草地贪夜蛾、非洲猪瘟以及沙漠蝗虫入侵等重大农业灾害，这对
我国西藏、云南和新疆等“三区三州”地区乡村农牧业生产带来极大损失。笔者在新疆南疆四
地州原深度贫困地区调研中发现，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改革发展缓慢，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老
化，服务能力不足，农业监测预警信息服务滞后，作物病虫害防治预警体系不健全，导致棉花、
林果等作物病虫害高发频发、危害严重，直接影响了当地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四、提升我国乡村生计系统抗逆力的策略

（一）推动“三区三州”脱贫地区绿色减贫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我国“三区三州”贫困地区虽然已实现全部脱贫摘帽，但由于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较差，依

然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差距明显，但它们大多是生态安全屏障区、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敏感
区，因此巩固脱贫成果阶段，要针对这些相对贫困区域“空间贫困”特征，持续推进绿色减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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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是大力推进绿色发展。一方面通过加强生态工程建设，提高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
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优先安排公益性草管员、生态护林员岗位，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业和
增收的机会；另一方面考虑在农、林、草等绿色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生态型产业，引导低收入人
口参与生态产品产业开发，增加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二是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三区
三州”脱贫地区在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传承民族文化资源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优势，应吸纳低
收入人口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康养娱乐、休闲度假等产业，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巩固脱贫
成果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二）拓展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提升农户自我抗风险能力
生计资本转换方式多样化对维持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巩固脱贫成果阶段要通过

积极对接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目标，提高农户多样化生计资本转换能力，增强农户抗逆能力。一
是拓展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由传统的种养殖业向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方向发
展，让低收入人口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营销等产业链发展中。二是利
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快打造一批“淘宝村”和电商平台。要加大“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互联
网基础设施覆盖率，充分利用民族区域农畜产品、手工艺品优势特色，打造一批“淘宝村”和电
商平台，提升低收入人口参与度，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大力扶持乡
村带贫益贫产业发展。要通过完善区域经济增长带贫益贫机制，拓展农户生计活动选择空间，
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门路，推动低收入人口参与度和受益度。

（三）加大增权赋能，提升脱贫农户内生性抗逆能力
贫困人口陷入贫困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基本发展能力和知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和可

持续内生发展能力，从而无法获得发展机会［３］。因此，对于低收入人口来说，创造条件、提供机
会、赋予权力，提高他们获得发展机会的能力，将在未来贫困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通过
文化再造，激发“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动力。针对“等靠
要”的政策依赖和“行为贫困陷阱”，要加强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摆脱贫困
文化的意识和行为。二是补齐在脱贫攻坚期间对贫困农户人力资本重视不够的短板。要重点
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三方面，实施低收入人口定期体检，提升文化素质和就业创
业技能，实现劳动力综合素质拓展，巩固人力资本要素对脱贫成果的重要决定作用。三是提高
农户组织化意识。要支持低收入人口积极参与各类合作经济组织，鼓励参与乡村社区民族决
策管理，提升农户自我参与意识，提升组织化发展水平。

（四）加大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提升乡村社区抗逆能力
要通过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大“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乡村基本公共产品均等

化供给，打破生计脆弱“因果链”，提高农民可行能力，增强乡村整体抗逆力。一是补足基础设
施建设短板。继续加强农田渠系、高效节水、农田防护和物流、冷链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补齐
交通、水利、能源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公共资源共享程度和公
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这些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共享，提供远程
教育学习、医疗诊断等服务，建立共享服务平台，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通过建立人才引进奖
励基金，职称、工资待遇给予优待，鼓励教师和医护人员到“三区三州”脱贫地区服务。三是创
新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加快建立面向这些地区困难群体教育、培训、就业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鼓励将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医疗兜底保障、电子商务平台转化为常态化基本公共服务［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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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范突发事件的风险危机，提升乡村韧性治理能力
疫情危机下，“三区三州”脱贫地区表现出健康、经济、社会叠加多重脆弱性凸显的特点。

因此，应对脱贫地区因疫致贫返贫风险和挑战，亟需提升健康、经济和社会韧性治理的策略。
一是加强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倾斜，强化低收入人口的健康预警监测，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乡村疾病防控能力。二是全面摸底因疫致贫、返贫人群经济需求和经济
能力，采取灵活高效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务对接，出台就业创业补贴政策，积极搭建农产品
销售新平台，尽可能保障低收入人口的就业和稳定增收。三是加强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对“三
区三州”脱贫地区的支持力度，提升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源禀赋，构建社会动员与低收入人口
自发动员兼具的系统治理机制。同时，持续加大对这些脱贫地区天然林、退耕还林还草、防沙
治沙的保护和投入力度，从根源上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支持建成一批绿色农业、节水农业、生
态农业和有利于草原生态恢复的农区畜牧业，提高农牧民对自然灾害的抗逆能力。

（六）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而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对“三区三州”脱贫地区防止

返贫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充分发挥村“两委”作用，依靠基层
党组织，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社，发展“龙头企业＋党支部＋致富带头党员＋村集体＋贫困户”等
多种形式的组织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社区风险抗逆能力。二是全面激活资源，拓
宽农民财产性增收渠道。将农民承包地、宅基地、荒山荒坡等资源，通过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让农村资源转变为资本、财富，拓宽收入增长渠道［１９］。三是加
强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考虑把原深度贫困区第一书记制度化，加强村党支部的党建
工作，把农村党员有效组织起来，有效提高农村组织资本。通过党建与贫困治理深度融合的模
式，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利用村“两委”高度权威性统筹协调和有效带动，把有信心、有信念的人
组织起来，建立相关利益联结，共享技术和市场，实现持续跨越“贫困陷阱”，防止“边缘户”、脱
贫户致贫返贫。

（七）完善社会安全保障和精细化救助制度，化解社会风险
完善“三区三州”脱贫地区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建设，发挥其对反贫困、预防贫困和防止返

贫的综合保障作用，分摊化解外部社会风险的冲击，更加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是
提高养老保障水平。随着农村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为了缓解老年人的养老负担，建立老年人
照护制度，让他们享有基本的物质、精神关怀。二是加大医疗保障水平。规范和协调基本医疗
和大病保险的救助关系，最大限度降低低收入人口实际医疗支出负担，确保医疗制度和基金的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实施对特殊困难群体量身定制的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实现低保标准
与贫困标准并轨，细分救助标准。针对低收入人口，尤其是重病患者和残疾人，应做好完全兜
底保障；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中的老人、儿童、妇女以及残疾人，为其提供资金补贴、营养援助、
心理干预等服务。最终通过完善制度建设，筑牢深度脱贫人口抵抗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

（八）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体系
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对低收入人口抵御外部风险冲击，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具有重要意

义。一是建立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对“三区三州”脱贫地区脱贫不稳定易返贫户、边缘易致贫户
加强监测，预先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开展救助和综合治理。二是建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
系。加强“三区三州”脱贫地区洪灾、旱灾、泥石流、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建立预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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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布系统、应急预案启动制度等，确保重大灾情得到尽早监测、提早处置，提高抗灾救灾的时
效性。三是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完善“三区三州”脱贫地区重大病虫害等农业灾害的田间
监测，提升监测预警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制定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案，不断提高农作物
防灾减灾综合决策服务能力，最大限度降低对这些脱贫地区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

２０２０年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与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同步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任
务，彻底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绝对贫困问题。但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存在自然环境条件恶劣、
灾害频发多发、区域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农户生计资本短缺和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明显等突出问
题，导致乡村生计系统中脆弱性和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并没有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完成而
被消除。在新的发展阶段，“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与其他脱贫地区相比较，依然表现出明显的相
对贫困且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摆脱贫困、或脱贫后容易再次返贫等特点。可以说，提升乡村生
计系统的抗逆力是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一项底线任务。应对“三区三
州”脱贫地区风险和脆弱性问题，从推进绿色发展、拓展农户生计多样化、提高农户内生发展能
力、加大基本公共产品均衡供给、提升乡村韧性治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
开展风险监测预警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能有效降低这些脱贫地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提升乡
村自身的抗逆力，对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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